
 
三十年来中国  

——From MarxLeninism to MarketLeninism 
  
                             朱学勤 
  
  
  2008年是改革开放 30周年，这场改变中国命运的大转折究竟“好”得很，还是好个“屁”？
1朝野上下争了 30 年。辩论发生过三次，1978 年胡耀邦主持真理标准大讨论是第一次，1992
年围绕邓小平南巡发生姓“社”还是姓“资”争论是第二次，当下再辩，已经是第三次。目

前态势是：“好”派在官方主流话语中占优势，“屁”派在民间互联网上有人气。从发展眼光

看，民情、民意正在向“屁”派转移，形势对“好”派不利。2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两边在价值判断上针锋相对，但仔细分辨，会发现激辩双方其实是

在共享同一个逻辑前提，都认为三十年来中国只有一场改革，而且贯穿始终，只是一方说

“好”，一方说“屁”。问题或许就在这一“前提”本身：三十年来只有一场改革吗？改革是

否发生过断裂，在断裂的这一边与那一边，是否发生有貌合神离的两场改革？“好”派与“屁”

派辩论 30 年改革的性质，却同时背离 30 年来中国最为重大的一场事件——1989 年北京政

治风波，能否说通？ 
本文从这一问题出发，试图说明好派、屁派共有的逻辑前提难以成立，1989 年北京政

治风波具有分水岭性质，在此之前有第一场改革，在此之后又有第二场改革；三十年来中国，

一个不是秘密的“秘密”，是中国确实发生了改革，但改革是两场，不是一场；两场改革貌

合神离，前一场改革因事变而失败，甚至被埋葬；后一场改革是在前者被埋葬的坟场上翩翩

起舞，延续至今；今日中国，“好”也罢，“屁”也罢，更多的是与第二场改革相关，而不是

与第一场改革相连。 
   
  

文革与改革：一字之隔 
  

   
  三十年前的改革是被文革逼出来的。文革与改革一字之隔，天翻地覆。文革不能仅仅归

咎于四人帮，也不能仅仅归咎于四人帮后面有晚年毛泽东的支持，它是更大范围、更长时段

激进革命运动的最后阶段。从 1789 年法国革命到 1989 年苏东崩溃，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历

史单元，整整两百年。法国革命从 1789 年开始，日趋激进，人人自危，至 1794 年的 7 月

24 日，国民公会内发生“热月“事变，雅克宾派专政嘎然而止，热月党人开启社会还俗大潮。

用邓小平允诺 1997 年香港回归基本生活方式不变的语言来说，所谓“社会大还俗”，即指革

命激情过后，社会回复世俗生态——“马照跑，舞照跳，股票照样炒”。这一从广场到厨房、

从革命激情到世俗物欲的标志性事件，在法国是 1974 年热月事变，在中国是 1976 年 10 月

6 日“怀仁堂事变”，后者只不过是中国版的“热月事变”。 
无论世界上有多少个语种的“热月事变”，都不会改变此类事变的基本性质：是以政变

的方式突然打断政变起家的过激派统治，由此孕育革命结束之后的“改革”阶段。“改革”

从这里获得历史起点，同时也承继此后可能被政变再次打断的历史性基因。“热月事变”之

后，法国政局的反复动荡说明了这一点，“怀仁堂事变”之后，“改革”发生断裂，也证明了

这一点。只是在中国，由于“怀仁堂事变”的发起者如汪东兴等没有起码的历史自觉，无意

中触动历史的道岔，却又在时代列车经过这一拐点转向另一方向时，在列车的后方徒然呼喊

                                                        
1 此处“好”、“屁”两分，在当代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是个约定俗成的分野，前者为肯定派，后者为否定

派。此粗野不文之说，最早起源于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6 年），此后在文化革命中全国各

省市两大派内战时被大规模复制，改革开放年月又在网络语言中复活，可谓后现代电子版。 
2 据 2008 年 8 月凤凰网网络调查，在 11343 人中，赞成改革的仅占 29.5%，为 3346 人；而

反对改革的占 70.5%，即 7997 人。 
 



两个“凡是”，与世界史上同类“热月事变”相比，落下了格外粗鄙的笑柄。不容忽视的是，

“怀仁堂事变”的实施者，在事变之后延续被颠覆者的思想路线——没有四人帮的四人帮路

线，长达两年之久，1981 年中共中央通过的“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重大历史问题决议”，也只

限于在权力更替与政治层面上否定文革，并未触动文革得以发生的制度基础。文革以文革方

式结束，它仅仅是在政治上被解散，而不是在制度层面被铲除，其发生根基并没有改变。此

后所谓“改革开放新时期”，身后拖有文革的浓长阴影，文革与改革如影随行，颠覆者被颠

覆，改革随时都会被身后阴影扑倒，甚至最终被打断。 
  

第一场改革：文革不能再发生了  
  

  1978 至 1989 是中国的第一场改革。历史的天幕上有一行字，隐约昭示人间中国这场改

革的总背景，那一行字当然是：“文革不能再发生了”，而不是其它词句。 
  毛泽东去世时天怨人怒，尤其是官员与知识分子阶层。十年文革是“官不聊生”的十年，

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随时有突然打倒的羞辱，由此积聚改变政局的第一动力。知识分子提供

第二动力，这个阶层迫切希望能恢复知识尊严，恢复中国社会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第一动

力从政治上推动文革到改革，知识阶层则提供这一变动的合法性解释。第一场改革是在“解

散文革”这个大旗下召集起他的核心同盟，改革派官员与知识分子第一次握手。这一动力结

构与此后第二场改革迥然有异，后者是政府与资本握手。至于人数最多的底层民众尤其是深

受人民公社体制压迫的农民，在第一场改革中是受益者，在第二场改革中则成为受害者。城

市工人阶层，相对农民，他们是计划经济的得益者，第一场改革的旁观者；相对政府官员与

新兴资本家阶层，他们在第二场改革中，社会地位迅速沦落，从旁观者变为被剥夺者。 
在上述背景的刺激下，第一场改革的目标是双重的：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并重，

按照邓小平本人当时的说法，政治体制改革将决定经济体制改革的成败，而不是相反。但在

第二场改革中，政治体制改革处于被取消状态，经济体制改革在缺乏前者保障下，走上了权

贵资本主义的歧途；两者关系也发生置换，官场普遍流行这一逻辑：以经济体制改革的所谓

“成功”来证明政治体制改革可有可无。 
从 1978 年三中全会到 1989 年，可谓一个古老民族的返老还童。在单个人身上，我们从

来没有看到过返老还童，但在一个民族身上，我们确实看到了返老还童的短暂奇迹。文革不

仅是在物质上，更重要的是毁灭一个民族的精神。在红海洋的颠狂表象下，是政治恐怖的阴

影，每一个家庭都有受害者，每一个人的内心都留有政治阴霾。就是那样一个气血衰沉的民

族，突然迎来了一个青春浪漫岁月，每一个人好像都年轻了十岁，返老还童。我们都记得那

个岁月：大学教室里老教授白发苍苍，憋了十年劲，滔滔不绝，讲台下的学生是三十岁以上

的老三届拖家带口，十八、九岁半大孩子是应届高中生，两代人共聚一堂，嗷嗷待哺。那时

某一个图书馆说，明天早上我们增发阅览证 50 张、100 张，门口半夜就排起长龙；新华书

店突然说明天发行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小说，长龙又会在书店门口出现；电影院播放禁演十

七年的老电影，哪怕是“洪湖水，浪打浪”，长龙则在售票处出现。民族突然变得年轻起来，

流行歌曲是“祝酒歌”、“八十年代新一辈”，全社会都洋溢着乐观情绪，如果要寻找一个背

景音乐，最好的旋律就是城乡共鸣、老少皆宜的那首《在希望的田野上》，合唱、独唱皆相

宜。那是一段枯木逢春的青春浪漫，关键在于这个党、这个民族的幸运，出现了历史上空前

绝后的黄金内阁——邓、胡、赵三架马车。在这个民族的人治阶段，少数领导人的政策取向，

要比民主制度下千百万人的民心、民意更有力量来决定这个社会的基本面貌。 
  邓在当时的独特作用，没有理由受到质疑。可以举一个例子。三中全会上曾经有人提议

陈云出来掌舵，这是因为当时邓小平正处在局外人向局内逐渐回归的半途，此其一。其二，

三中全会说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大家公认党内懂经济的人是陈云，

而不是其他人。这两个因素放在那里，部分元老一度希望是陈云出来掌舵，顺理成章。但是

陈云表态说，从经济建设方面来说，我确实够格，可以掌这个舵，但是这么大的党、这么大

的国家，总要有一个领过兵、带过军队、打过仗的人出来掌舵，我什么都不缺，就缺后面这

一条。如果是按照后一条来找掌舵人，那当然是邓小平。只有他才能调动铁血洪流，也只有

他具备钢铁般的政治意志。十年后，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民族的幸运是百官凋零，居然还剩下一个邓；邓的幸运在于他的左膀右臂，他选对了人

——胡耀邦有火焰般的激情，赵紫阳有冰雪般的聪明，这是天作之合。胡耀邦的作用在哪里？



他提供了一个民族焕发青春激情最需要的道德魅力、人格魅力。从七十到八十年代，中国社

会满目疮痍，人的精神世界受到巨大伤害，党内老干部从一场接一场的左倾运动中走出，每

一个人都整过人，也被人整，每一个人的内心都留有政治暗疾。唯独胡耀邦是异数，是一个

罕见的阳光型政治家。他好象没有经历过这些运动，满身透明，用今天的话来说几乎是一个

“阳光青年“。当然他也吃亏在这一点，伟大的事业总需要一点天真。那样的人在那个时代出

现，是把这个党、这个民族所剩无己的道德残余凝聚起来，是道德残余，不是道德资源。从

文革走向改革，没有这样的一个人，这个社会凝聚不起来，这个民族凝聚不起来。如果我们

要寻找那一年代社会面貌的人格烙印，能否找到第二个人? 非胡耀邦莫属。 
  

  
第一场改革之隐患 

  
  第一个隐患，它的动力更多来自于开明派官员和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掀动观念风暴，与

千百万民众尤其是城市居民的具体利益即使有结合，结合也不紧密。八十年代的启蒙运动是

半悬在空中，和千百万民众的利益脱节，很容易被打退，更容易被武器的批判打得粉碎。 
  这一缺陷受制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反复与曲折。当时，经济体制的改革趋向是摆脱计划经

济，但是非计划经济的模式是什么，并不清楚，左右摇摆，前后徘徊。检索党的语言，开始

说是学匈牙利模式，后来说学新加坡模式，再后来一步步靠近新经济模式，每一次靠近，都

是绕来绕去的绕口令，从“公有制前提下计划经济基础上的商品经济“，到“政府制订计划、

计划指导市场、市场影响企业”，等等。有四个字呼之不出、呼之欲出，这四个字到九十年

代方家喻户晓，那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字始终没有堂堂正正出现在党的纲领性文

件上。 
  第二个隐患，则来自更为凶险的政治层面。第一场改革否定了文革，改变的是政策，而

且多半是经济政策，并没有触动政治体制。尤其是邓小平所言“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仅仅提出，并未触及内里。 
毛泽东用来搞文革，邓小平用来搞改革，用的同一个体制。它只是改变其运作方向，即

使反向运行，也是带病运行，伴随有巨大隐患。尽管第一场改革提出了双重目标，第一经济

体制改革，第二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还出现过两次小高潮，1980 年邓小平讲《党

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全文发表于人民日报头版头条；1986 年催促要设立专门研究政治

体制改革的机构，要提出草案、方案。他自己个人的论述，多次切入旧的政治体制的命脉，

曾经说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在英国、美国、法国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那里有民主制度；曾

经说我们要寻找到一个制度，这个制度使得好人上去做好事，坏人即使上去也不能做坏事；

甚至说到他自己：一个党、一个民族千百万人把他们的荣枯兴衰命运维系于我一身，这是非

常危险的事情。但是经济体制改革改到一半，政治体制改革提出目标，还没有触动就中断。

八十年代邓小平论证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决定性，曾经深入“党和国家领导制度”，1989
年北京政治风波后，这些说法已经消失。 

1977 年胡耀邦复出，做得最多，也是最得人心的丰功伟绩，是平反冤假错案。那时英

姿焕发，说得最多也自信的，是“要把文革强加给我们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统统推倒”，十

年后，1987 年年初他走出那个“生活会”，竟然是仰天长叹：“文革阴魂不散！” 
  
 
 
 

第二场改革：稳定压倒一切  
 
  

  1992 年，第二场改革在前一场改革被打断的背景下，国内外发生一系列重大事件，经

三年徘徊，重新启动。历史的天幕上还是有一行字，只是朱颜改，改为：“1989 年的事情不

能再发生了”！或可以干脆引用那几年叫得最响亮的一句震慑性口号 ：“ 稳定压倒一切”！

背景巨变，决定第二场改革与第一场改革，仅仅是在“改革纪年”上字句相连，骨子里已经

180 度转向，貌合神离。 
  1989 年下半年邓小平辞去所有职务，闭门不出。面对西方制裁、苏东崩溃、台湾解严、



党内批邓暗潮再起、改革失败、经济滑弱、民情冷漠之不利，邓内心如煮，不亚于文革时在

南昌著名的邓小平小道上来回散步内心激烈的程度，他不改写历史，历史将改写他。1992
年邓破门而出，踏上南巡之路，已经是垂暮之年，接近 90 岁，这是他政治生涯的第四次大

起大落。正是此次南巡，结束三年徘徊，推动中国踏上第二场改革之路。第一场改革虽然是

他掌舵，但受多方面牵制、拉扯，党内左派反对经济体制的改革，党内外右派要求他不仅进

行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整个 80 年代，两种力量来回拉扯，众人皆云“单

年自由化、双年反自由化”，阶段性拉锯，没有一年平息。92 年第二场改革发动，北京政治

风波阴霾下，右的声音一巴掌打了下去，鸦雀无声；党内左派声音由于自然老死规律，突然

凋零，南巡之路，几乎成了邓小平晚年一次意外的独唱。 
时间之窗再一次打开，留给邓小平的时间只有两年，两年后他将卧病不起。他抓住了生

平最后一个时间之窗，抓住了此次“独唱”良机。他改变了第一场改革时期对政治体制改革

的期望、犹豫、急切、停步之反复摇摆，关闭这一阀门；以经济突围冲破政治困境，围“魏”

救“赵”，以经济业绩补救政治合法性之流失；鼓动大干快上，“一年一变样，三年大变样”，

威胁“谁不改革谁下台”；不惜拆除最后一道意识形态屏障——“不问姓社姓资”，甚至带头

招商引资，在北京秘密设宴，延请台湾巨商王永庆来大陆投资，以此拉动外资潮回归。从某

种意义上说，真正的邓小平时代，其实就是这一时期降临的。中国并不是在第一场改革，而

是在第二场改革，在他行将去世之前的两年，甚至去世之后，迎来了真正邓小平的时代。 
  1989 年北京事变改变了邓小平改革的思路，也改变了中国改革的路径。正是在这一巨

变背景下，执政者在经济层面号召加速改革，大干快上，而在政治体制、社会进步、思想文

化等公共领域，则提出“稳定压倒一切”，并不顾忌这一提法烙有明显的反改革之嫌。即使

在文革动荡年代，毛泽东为收拾乱局，也只是间断使用“团结”、“安定”等类似提法。只有

军人出身的林彪集团，才会使用如此直白的提法：“政权，政权，政权就是镇压之权”。1980
年 8 月 18 日，邓小平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正版文章，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1989 年下半年，邓小平与新一代党政领导江泽民谈话，说的是：“我们党有一个传统，那就

是第一把手说话要算数，什么时候你说话算数，我就放心了。”两相比较，人们不难发现其

间发生的惊人巨变。迄今为止，中国人尚未听说邓小平是否留有遗言，人们有理由将这段论

述看成他为身后时代所留下的最为坦率的政治遗言。 
 
 

第二场改革的动力：权力与资本的结合 
 
  
应该承认，第二场改革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成功。 
在中国的经济版图上拔地而起，赶英超美，那是毛泽东时代就已提出的宏伟蓝图。毛用

错误理念、错误方法赶英超美，曾使他的子民付出大跃进三年饿死三千万七百万人的惨痛代

价。而真正实现赶英超美，则是在邓小平启动第二场改革，以及他去世之后的二十一世纪初

年。92 南巡之后，中国的改革思路收敛于经济一点，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甚至倒退；

而经济改革单腿蹦跳，幅度、广度、深度却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期。1992 年，“市场经济”

喷薄而出，写进了这一年中共十四大政治报告；2001 年为一劳永逸解决每逢“六四”敏感

时节，美国国会纠缠最惠国待遇之政治困境，由政治高层出面干预，最终加入 WTO；2007
年中国 GDP 超过了英国，国民经济总规模达到了世界第四，2008 年年底超过德国，成为世

界第三经济实体。经济体制改革突飞猛进，迅速改变历史性积贫积弱的物质面貌。李鸿章去

世前，曾洞见此后中国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他自己没有亲身经历这一变局，此后中国困

于内外战乱，这一变局也多次半途而废；李鸿章去世一百年后，中国才真正进入这一变局。

从物质层面而言，实现三千年之未有大变局的，正是当下这一代中国人亲身经历的当下三十

年。 
如此惊人的巨变，动力来自哪里？ 
第一场改革的动力来自文革压迫，来自开明派官员与知识分子结盟，来自底层农民求温

饱、求致富的迫切愿望。改革有共识，也有愿景，改革的社会效果也是帕雷托正效应，人人

都有改善。但在 1989 年之后，参与第一场改革的开明派官员大多被废黜或边缘化，知识分

子在公共领域的声音遭到打压，农民则从改革的受益者成为“三农危机”的埋单者。第二场



改革的动力来自于另外崛起的两股力量：政府和资本的结合。 
中国政府的各级官员在第一场改革时期大多持观望游移、消极等待态度。但在第二场改

革时，这一阶层在“招商引资”、“经营城市”的口号下迅速勃起，自我利益突然苏醒，他们

从改革的被动者变成了主动阶层、甚至是冲动阶层。省、地、县各级官员最为关心的是“招
商引资“，最有激情的是“经营城市”，以至于各级政府成了大型投资公司，相邻两省、两市

之间成为两个大型投资公司的竞争关系，省委、市委书记成为董事长，省长、市长则成为总

经理。考虑到中国各级政府都是所在地社会动员力、资源配置力的垄断者，驱策如此动力“下

海”，其间伴随巨大的自我利益刺激，不消数年，世界历史上所有工业化、城市化快速记录

自然就在中国被迅速刷新。 
 1989 年北京事变后，海外资本曾掀起撤离浪潮，西方政府也对中国政府施行经济、政

治制裁。邓小平说过一句狠话，“资本家资本家，我就不相信资本回来以后，资本家的政府

不回来“。于是大幅度降低海外资本投资的门槛，“三减两免”，降至为零，享受民营企业难

以享受的优惠特权；中国城乡拥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力资源，而这些人力资源并无工会

保护，无法维护起码的人权；两者相遇，中国立刻成为世界历史上罕见的“资本天堂”，没

有一个具有经济理性的资本家能够抵御这一天堂的诱惑。经短暂撤离，海外资本终于回归，

回浪扑来，浩浩荡荡，如入无人之境。2004 年，笔者在欧洲访问，曾听到那里的人们如此

抱怨：为什么欧洲的高税收、高福利搞不下去，要改革？原因之一，就来自于你们中国经济

的崛起，给欧洲剩余资本找到了新的投资场所，在那里遭遇不到工会劳方的谈判抵制。 
中国成为世界资本投资的天堂，各级政府官员面对资方是“招商引资”，面对劳方是“稳

定压倒一切”。资本当然要回来，不仅回来，而且成为各级政府的座上宾。无论怎样的历史

学家，都没有预见到世界历史会发生这样一戏剧性幕：全世界的资本蜂拥而入，来拥抱全世

界最后一个也是最大敌人——中国共产党。米老鼠有无数幅动画，但从来没有出现这样一幅

黑色幽默：亿万只老鼠蜂拥而入，来拥抱地球上最后一个也是最为硕大的天敌——中国猫。

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世界资本主义运动从来没有如此幸运，能把人类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两

个力量结合起来，“权”与“钱”紧紧拥抱在一起！两部发动机叠加，不是两轮驱动，而是

四轮驱动，前轮追逐利润，后轮输出稳定，逢山开路，遇水筑桥，所向无敌，如入无人之境。

而在中国，确实是个具有无数人的“无人之境”——没有起码人权保护的资本天堂。在这里，

权力与资本结合，不形成“权贵资本主义”是无法想象的，形成“权贵资本主义”才是第二

场改革的正常逻辑。招商引资，“权”“钱”结合，能“经营”所有城市，能在十年内打造出

一个外滩中国，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它的辉煌业绩，它的粗鄙贪婪，它所造成的经

济奇迹与社会弊端联袂飞舞，则触目可见，随处可见。 
 
 

第二场改革的根本秘密: From MarxLeninism to MarketLeninism 
  
 
面对这场巨变及其前景，国际学术界提出过各种解释，积极者如“中国模式”，消极者

如“中国威胁论”或“中国崩溃论”。中性者如美国哥伦比亚政治学教授、中国通黎安友先

生则提出“有韧性的威权主义”一说。3无论是“中国模式”，还是“中国威胁论”或“中国

崩溃论”，皆言之过早，“有韧性的威权主义”则因学术中立，似有逐渐流传之趋势。 
这一说法揉合 70 年代东亚四小龙经济起飞与 1989 之后苏东阵营转向市场经济，似兼顾

中国社会的儒家传统与中共建政的集权特征。主语“威权主义”，打通的是中国共产党与亚

洲四小龙之间隔；定语“韧性”，打通的是这一政权虽在意识形态上坚拒苏东巨变，却又发

展出市场经济这一更大区隔。但致命伤在于：东亚四小龙全是右翼政权、右翼意识形态，而

中国的意识形态虽然发生大幅度萎缩，其左翼核心还在（政治体制、国家建制、官员任免机

制），所谓“卷旗不缴枪”，旗是红的，枪是红的，与东亚四小龙的白旗、白枪，根本不是一

回事，怎么能随便类比？ 
不是“有韧性的威权主义”，那是什么？笔者认为：第二场改革塑造了今日中国的政治，

也塑造了今日中国的经济，更塑造了今日中国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这场转变是从马克思列宁

                                                        
3 黎安友：台湾清华大学中国当代研究中心讲演 2007 年 10 月 



主义演变而来，放弃马克思的空想社会主义，以市场经济置换马克思主义，捍卫列宁主义国

家专权，逐渐形成的“中国特色”是“市场列宁主义”——“From MarxLeninism to 
MarketLeninism“。在市场经济经济基础之上，矗立着列宁主义上层建筑的庞然大物，后者

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如有变化，变动的是它的体能，它的规模，在市场经济超额利润的滋

养下，这个列宁主义上层建筑不仅没有萎缩，而是比三十年前发展得更庞大，更壮硕。１９

７８年改革开始时，国家财政收入占ＧＤＰ总量３２％，简政放权１１年，１９８９年降至

１２％，１９９２年分税制改革以后，这一数据逐年爬升，２００７年底终于恢复至３２％。

这是百分比，从绝对数量说，三十年后的３２％岂止是三十年前的十倍、百倍？三十年前，

改革时期第一代大学生毕业，若有进政府系统当官者，遭人鄙视；三十年后大学生择业，进

政府当官成首选，公务员考试趋之若骛，录取者为一，报考者上百，甚至出现更高数据。三

十年改革走了一个Ｖ字型，这个 V 既是民众权利的恢复性生长，更是政治权利的无限扩张，

既是市场经济的蓬勃扩展，更是列宁主义上层建筑的起死回生，甚至是辉煌胜利。 
  
                结     语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中国没有总统，却有与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比总统庞大百倍的

列宁主义。形塑今日之中国者，第二场改革也，非第一场改革也，两场改革之间，有一条巨

大断裂。三十年历史，所去未远，人心都有记忆。如果打闷包打统账，三十年一言以“蔽”

之，无论“好”派、“屁”派，无论用第一场改革残留在民间的温馨回忆，来回避第二场改

革的误区；还是用第二场改革的误区，来否定第一场改革曾经有过的另一种选择，都不能改

变历史，都会在人心这杆秤上跌落下来。我们既应坦率承认已经变过来的市场经济，也应直

面没有变化的上层建筑，更应该承认我们的改革成果是改出了一个人类历史上的奇观：“市

场经济”加“列宁主义”的庞然大物。我们确实是条龙，而且是腾飞的龙，但不是东亚第五

龙，而是起死回生的红色巨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另一种社会形态。面对这一红色

巨龙，此前所有能够解释现代化过程的社会学、政治学理论，无论是高唱赞歌的“中国模式”，

还是气急败坏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抑或貌合神离的“有韧性的威权主义”，都

在这一人类奇观前苍白无力，失去了解释能力。中国的知识界界没有理论储备，西方的思想

界同样没有思想准备，真正能解释这一人类奇观的理论尚待来者，尚待东、西方学者更为艰

辛的努力。 
  
 


